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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21条确立了以“四要

素”为核心的离婚经济补偿裁量标准，旨在破解既往司法实践中补偿数额畸低与说理阙如之困境。然基

于新规实施后39份新近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发现，新规呈现出“形式化援引”的适用悬置现象，说理虚

置、补偿额度固化、契约排他优先等问题依旧严峻。其症结并非实体规范之缺漏，而在于家务劳动之无

形性与传统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之错位所生的程序性壁垒。为化解此僵局，须实现从对抗制诉讼

向协同查明的程序路径转向。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与法院协同社区联动调解为参照，藉由职权探知与多

元解纷机制前置，方能实质性破解举证困局。进而在规则调适层面，应细化“四要素”之论证要求，缓

和证明责任，并将协同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化，从而衔接实体公平与程序正义，实现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

实质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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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21 of the Interpretation (II)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s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 for divorce economic compensation centered on the “four elements”, aiming to overcome 
the dilemmas of abnormally low compensation amounts and lack of reasoning in previous judicial 
practices. However,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39 recent judgment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le,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rule exhibits a phenomenon of “formalized citation”, leading 
to a suspension in its application. Issues such as the hollowing-out of reasoning, rigid compensation 
amounts, and the exclusive priority of contracts remain severe. The crux lies not in the omissions 
of substantive norms, but in the procedural barriers arising from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intangibility of housework and the traditional litigation principle of “whoever asserts must prove”. 
To resolve this deadlock,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adversarial litigation to a procedural path of 
collaborative fact-finding. Taking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and the 
court’s collaborative mediation with communities as references, only through ex officio investigation 
and the prioritization of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can the evidentiary dilemma be 
substantively resolved. Furthermore, at the level of rule adjustment, the argumenta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four elements” should be refined, the burden of proof mitigated, and the collabo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stitutionalized, thereby connecting substantive fairness with procedural 
justice and realizing the substantive application of the divorce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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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088 条 1删去了原《婚姻法》第 40 条关于“书

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适用前提，标志着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实现了从

“分别财产制下的劳务补偿”到“普遍适用的利益矫正工具”的范式转换，立法价值取向从形式平等迈

向实质公平的矫正[1]。为回应司法实践对补偿数额确定缺乏指引的长期诟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 2应

运而生，明确了“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四项考量要素，旨在为司法裁量提供精细化的实体指引[2]。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 21 条：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请求另一方给予补

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

素，确定补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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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新规虽已构建相对完备的实体评价体系，但若无视家务劳动价值证成所面

临的程序性壁垒，则实体规范极易沦为具文。实证观察表明，新规出台后的司法实践并未如期实现实质

化转轨，反而呈现出“形式化援引”的悬置倾向。故此，本文以《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为中

心，通过对新近裁判样本的深度剖析，揭示实体规则与司法惯性之体系冲突，探寻以协同查明破解对抗

困局的程序突破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规则调适方案，以期为离婚经济补偿的实质化适用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2. 新规则适用的现实悬置：基于新近裁判样本的实证观察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自 2025 年 2 月 1 日施行以来，其司法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为审

视新规实效，笔者于“北大法宝类案检索”系统，以“婚姻家庭纠纷”为案由、“一千零八十八条”为

法律依据，检索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13 日审结的案件，剔除重复与无关文书后，获得有效样

本 39 份(含判决书 38 份、民事调解书 1 份)。基于此样本的量化分析与质性观察，新规的落地呈现出显著

的“形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三重形式化”现象。为更直观呈现样本特征，笔者对 39 份样本的地域

及审级分布进行了梳理(见表 1)。样本涵盖甘肃、山西、青海、四川、河南、北京、广东等全国 20 个省级

行政区，其中基层法院一审案件 36 件，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件 3 件，具有较广泛的地域代表性。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judgment results of divorce economic compensation case samples 
表 1. 离婚经济补偿案件样本裁判结果统计表 

裁判结果 案件数量(件) 占比 金额分布特征(法院酌定部分) 

支持(含部分支持) 23 59% 集中在 1 万元至 3 万元区间，极少超过 5 万元 

驳回诉请 16 41% / 

2.1. 样本概况与统计结果 

在 39 份有效样本中，案由为“离婚纠纷”的 24 件，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的 15 件(含 1 份民

事调解书)。从裁判结果观之，法院支持(含全部支持与部分支持)经济补偿诉求的案件为 22 件，占比 59%；

驳回诉请(含程序性驳回与实体驳回)的案件为 17 件，占比 41%。在支持补偿的案件中，法院酌定补偿金

额的分布呈现出极端的集中趋势：除零星几件基于协议约定支持高额补偿外，其余法院酌定案件的支持

金额多未超过 5 万元，且集中在 1 万元至 3 万元区间，对样本数据的量化剖析揭示出一种“形式肯认与

实质限缩”的悖论性结构：补偿诉求的表面获准率难掩裁判金额的极端低位，新规的实体指引功能已被

象征性裁量所消解，深陷形式化适用的窠臼。 

2.2. 样本现象：第 21 条适用的“三重形式化” 

2.2.1. 法条援引的“回避性”与裁判说理的“虚置化” 
新规第 21 条之本意在于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要求裁判文书对“四要素”进行逐一论证。然而，在

39 份样本中，明确援引《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的裁判文书仅有 1 例，即(2025)云 2302 民初

1669 号案，且该案说理亦仅笼统表述“综合考虑投入时间、精力、影响及当地收入水平”，未将要素量

化为具体参数 3。其余 38 份文书均仅泛泛援引《民法典》第 1088 条，说理部分多见“结合本案实际情

况”“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家务劳动强度”等公式化表述，法官对“对双方的影响”(特别是人

力资本减损与机会成本)这一核心要素的审查几乎完全缺位。这种“回避新规”式的说理，使得第 21 条

 
3参见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5)云 2302 民初 166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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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要素框架被虚置为概括性酌定的合法性外衣。既往实证研究亦表明，在离婚经济补偿案件中，高达

50.9%的裁判文书直接略过裁量理由，或仅简单列举参考要素后综合酌定，缺乏具体推算逻辑[3]。 

2.2.2. 裁量逻辑的“降格化”与补偿数额的“底线化” 
补偿数额畸低系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之痼疾，新规出台后这一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在样本中，法

院依职权酌定补偿的 16 起案件，诉请金额与裁判支持金额存在巨大鸿沟。例如，在(2025)甘 2926 民初

2114 号案件中，原告主张 5 万元，法院仅酌定 1 万元；在(2025)粤 1802 民初 4794 号案件中，原告主张

7 万元，法院仅支持 5000 元，支持率仅约 7%4。在长达近 40 年婚姻的(2025)粤 1802 民初 2808 号案中，

法院亦仅支持 1 万元 5。法官在推算补偿数额时，普遍缺乏精算逻辑，既不参照当地家政服务市场价格，

亦不考量对方收入比例，而是陷入“无说理直接酌定”的降格裁判惯性。此种将“适当生活水平”矮化

为“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降格逻辑，直接导致补偿数额沦为仅具底线保障功能的零星给付，法院酌定

补偿金更多具有精神抚慰的象征意义，远不足以弥补家务劳动方的人力资本贬损[3]。这种由裁量逻辑降

格所衍生的“象征性”，与第一重形式化中法条援引的“回避性”同源但表现各异：前者是利益评价标

准的底线失守，后者是规范适用义务的虚置，二者共同导致经济补偿与经济帮助的制度功能被混淆，利

益矫正的制度目标被忽略[4]。 

2.2.3. 契约规则的“排他性优先”与法定裁量的“怠惰性隐退” 
在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的 23 份样本中，法院裁判逻辑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只要离婚协议或欠

条中存在补偿约定，法院即以“意思自治”为由直接按约支持，不再对补偿金额的合理性及家务贡献的

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例如，在(2025)豫 0104 民初 2175 号案件中，协议约定男方支付 100 万元经济补

偿，法院未作任何合理性审查即予支持；在(2025)皖 1702 民初 3830 号案件中，400 万元补偿款亦因协议

约定而获全数支持 6。反之，若无书面协议，原告在离婚后另行起诉主张法定经济补偿，则面临极高的败

诉风险，如(2025)青 2223 民初 142 号案中，法院以“未在离婚时提出，超过法定时限”为由直接驳回 7。

这种“有协议则绝对优先，无协议则怠惰隐退”的二元割裂逻辑，实质上剥夺了家务贡献方在诉讼中请

求法院依第 21 条进行实质裁量的空间。过往研究实证数据亦显示了在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案件中，法院

96.5%直接认定协议有效，不审查补偿数额的合理性，体现了绝对的意思自治，但这种做法易导致协议金

额与实际家务贡献严重脱节[4]。 

2.3. 现象本质：家务劳动举证的“程序性壁垒” 

综合上述样本，离婚经济补偿的司法适用呈现如下系统性数据特征：其一，在支持率上，全部或部

分支持补偿的案件占比约为 59%；其二，在量化标准上，法院酌定案件中明确援引新规“四要素”的仅

占极少数；其三，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因“举证不能”或“证据不足”被驳回的案件占败诉案件的绝大

多数，法院极少主动依职权调证；其四，在程序选择上，基于协议主张补偿的案件支持率远超基于法定

事由主张的案件。上述“三重形式化”现象的实质，是实体法上的“四要素”精细化标准因程序法上的

“举证不能”而悬置。家务劳动具有家庭内部性、无形性与情感依存性，其时间、精力投入及对未来收

入能力的影响，极难通过传统民事诉讼证据形式加以证明。程序性壁垒阻断了实体规则与裁判结果的因

果链条，新规的预期效果因此被大幅稀释。 
 

4参见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5)甘 2926 民初 211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25)粤
1802 民初 4794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25)粤 1802 民初 2808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5)豫 0104 民初 2175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2025)皖 1702 民初

3830 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人民法院(2025)青 2223 民初 14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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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困境溯源：实体规则与司法惯性的体系冲突 

新规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现实悬置”，并非单纯源于法官适用法律的不力，其深层症结在于

实体规则的精细化诉求与既有诉讼程序及司法惯性之间的体系冲突。 

3.1. 举证责任的隐形制约：家务劳动无形性与传统证明责任的错位 

“谁主张谁举证”系民事诉讼之基石原则，然将其机械适用于家务劳动补偿案件，则构成制度实质

化适用的最大程序壁垒。家务劳动具有家庭内部性、琐碎性与无偿性，其付出往往无法形成客观留痕的

书面证据。在样本案件中，原告多依赖自行陈述或邻居证言，如(2025)甘 2926 民初 1512 号案中，原告仅

以口头陈述主张“赡养奶奶 7 年、伺候公婆”，因未提交社区证明等客观证据而被驳回 8。传统证明责任

要求原告对“投入时间、精力”及“对双方影响”进行精确量化举证，这无异于要求其证明一段亲密关系

中情感与劳动的“流水账”，不仅在客观上难以企及，更在主观上加剧了家务劳动主要承担方的诉讼负

担。家事劳动具有私人性、异质性，无法用家政服务标准简单计价，若苛求严格举证，则家务劳动者将

陷入系统性劣势[5]。当法官恪守中立且严守证明标准时，原告的败诉便成为逻辑必然，法院亦只能以“举

证不能”为由拒绝裁判，致使实体法上的补偿权落空。 
家务劳动举证困局的破解，不仅需要本土实务的探索，亦需比较法视野的镜鉴。在理论层面，传统

民事诉讼固守的“辩论主义”与家事纠纷的伦理、情感特质存在结构性错位，适度向“职权探知主义”回

摆实属必然。反观大陆法系国家，其家事程序法早已完成了这一转向。例如，德国《家事事件及非讼事

件程序法》确立了职权探知原则，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事实并收集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及举证的拘束；

日本的家事调停程序亦强调国家在事实查明中的积极作用[6]。我国《民法典》第 1088 条的立法释义中亦

明确承认了对此类比较法经验的借鉴[7]，比较法上的实体规则亦为我国制度完善提供了参照[8]。我国虽

无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典，但最高法已通过司法改革意见引入了家事调查员等职权查明机制，这正是对德

日等国立法经验的本土化吸收。德日经验表明，将职权探知与社会力量协同调查制度化，是化解家事案

件“举证不能”的有效路径，这为我国离婚经济补偿案件中引入协同查明机制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支撑与

制度参照。 

3.2. 财产分割的边界模糊：第 1087 条与第 1088 条的适用冲突 

《民法典》第 1087 条 9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之“照顾原则”，与第 1088 条之“经济补偿”在功

能上存在交集，但二者在规范意旨与适用逻辑上应严格区分：前者是对既得财产的倾斜分配，后者是对

机会成本与人力资本贬损的独立补偿[9]。然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常发生混淆与替代。如(2025)京 0111 民

初 12，823 号案中，法院虽驳回了原告 6 万元的经济补偿诉请，但在 190 万房产分割中判决女方分得约

65%，实质上以财产倾斜替代了独立补偿 10。这种“隐性替代”虽在结果上具有一定妥当性，但混淆了分

割与补偿的法理基础。在共同财产制下，经济补偿与财产分割是非补充的并列关系，前者补偿的是“未

来损失”，后者评价的是“过去贡献”，不能以分割吸收补偿[10]。且当夫妻共同财产较少或为负数时，

以分割替代补偿的逻辑便彻底失效，最终损害家务贡献方的合法权益。 

3.3. 权威指引的缺位：指导性案例与精细化裁量标准的缺失 

尽管《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已确立“四要素”，但关于各要素的具体内涵及权重关系仍

 
8参见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5)甘 2926 民初 1512 号民事判决书。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

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10参见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5)京 0111 民初 1282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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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阙如。例如，“对双方的影响”是否必须以人力资本实际贬损为前提？“给付方负担能力”应否作

为阻却补偿义务的事由？自《民法典》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发布专门的指

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以明确“四要素”的具体适用方法与论证要求[9]。下级法院面对抽象的裁量要素，

出于规避上诉风险与统一裁判尺度的考量，往往倾向于沿用既往的保守裁判惯性，以极低数额的“底线

化补偿”维持保守裁判现状，导致新规的精细化指引功能无从发挥。正如学者批判，若将“给付方负担

能力”作为阻却补偿义务的事由，实质上是将补偿异化为帮助，违背了公平清算的逻辑[11]。 

4. 实质化适用的程序突破：从对抗困局到协同查明 

家务劳动价值评估的困境，本质上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偏重形式真实”与家务贡献“依赖实质查

明”之间的张力。若固守传统诉讼的对抗格局，原告几乎注定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局。因此，须实现程序

路径的转向，从对抗制的“诉讼困局”走向职权探知与多元参与的“协同查明”，方能为实体规范的实

质化适用奠定事实基础。 

4.1. 检察监督的实质化查明：以最高检典型案例为参照 

针对家务劳动举证难问题，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提供了一种事后的司法职权救济路径。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四批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11中，刘

某珍因未能提交证据，原审未支持其补偿请求。检察机关受理监督申请后，通过调取书证、走访证人等

方式，查明“康某卿自其子 5 岁起外出务工未支付抚养费，刘某珍独自抚养儿子直至成年”的事实，最

终推动再审改判支持 8 万元补偿。此案表明，检察监督完成了由当事人“证明”到公权“查明”的范式

转换，有效突破了传统诉讼中的举证瓶颈，将抽象的“负担较多义务”还原为客观的“独自抚育十余年”

之事实。然而，检察监督系事后救济，具有被动性与偶然性，无法成为化解普遍性举证难题的前置性制

度安排，但其为法院在诉讼中强化职权调查提供了重要参照。 

4.2. 诉前调解的职权探知：以多元纠纷典型调解案为路径 

相较于检察监督的个案突破，法院协同社区与妇联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诉前调解阶段对家务贡献

事实的探知，展现出更强的普适性与前置性价值。在“康某与胡某离婚纠纷调解案”12及“刘某与谭某甲

离婚纠纷调解案”13等典型案例中，这一路径运作清晰： 

4.2.1. 主体协同化 
形成法官指导、特邀调解员与社区与妇联调解员参与的联动团队，法官负责法律释明与方案审核，

社区调解员发挥地缘优势走访邻里，妇联调解员从情感与性别视角疏导。 

4.2.2. 方法联动化 
采用背靠背调解与情感疏导和事实确认相结合的方式，将当事人难以自证的生活事实(如“谁主要照

顾家庭”“日常分工如何”等)，以证人证言、情况说明等形式固定为客观依据。 

4.2.3. 结果融合化 
调解方案不局限于金钱给付，而是结合财产抵扣、债务代偿、分期支付等多种方式，将补偿诉求融

 
11参见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四批）》，

2025 年 5 月 16 日发布。 
12参见康某与胡某离婚纠纷调解案，D2026-161-1-014-152，香河县人民法院，2026 年 3 月 17 日，多元解纷案例库。 
13参见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十起辖区两级法院多元解纷典型案例(第五批)之二：刘某与谭某甲离婚纠纷调解案，载重庆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多元解纷典型案例”通报，2026 年 1 月 7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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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财产与债务整体安排中。 
在“康某与胡某离婚纠纷调解案”中，法院依托法院协同社区的联动机制，通过特邀调解员与社区

调解员走访邻里、入户调查，以证人证言与情况说明等形式，固定了“胡某十余年照料康某生活起居”

的核心事实。调解法官在此基础上，结合《民法典》第 1088 条释法析理，促成康某一次性给付 3 万元补

偿。同样，在“刘某与谭某甲离婚纠纷调解案”中，妇联调解员通过背对背调解查明女方常年独自抚育

子女的事实，引导男方认可家务价值，最终以补偿金替代抚养费达成调解。上述案例揭示，诉前调解机

制将法院协同社区与妇联的社会调查力量嵌入事实查明过程，将当事人难以举证的“家务贡献”转化为

调解员依职权探知的“客观事实”，并在情理法融合下实现兼顾形式平等的实质公平的补偿数额，是对

传统诉讼证明困境的有效突破。调解机制能避免了刚性裁判可能带来的执行不能和矛盾激化，在认可原

告家务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调整财产债务架构，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12]。 

4.3. 协同查明机制的具体制度建构 

为避免协同查明沦为空洞的口号，须将其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规则，构建以法院为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的职权探知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

见（试行）》中已明确要求探索家事调查员制度及多元化解机制，这为协同查明提供了直接的规范性

依据 14。 

4.3.1. 启动条件与主体分工 
职权探知的启动应以当事人申请为主、法院依职权启动为辅。当经济补偿请求方因客观原因无法获

取社区评价等关键证据时，可书面申请法院调查。在调查主体上，应发挥家事调查员的枢纽作用，由其

负责走访社区、妇联等，法官则负责调查范围的划定与调查结果的审核。 

4.3.2. 调查程序与证据效力 
调查过程须记明笔录，调查获取的社区证明、邻里证言等材料，必须在家事庭审中予以示明，并经

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方可作为认定家务贡献的依据。未经质证的调查结果不得作为裁判基础，以保障当

事人的程序异议权。 

4.3.3. 职权探知的边界约束 
为防止过度干预损害法官中立性，职权调查应严格限定于“家务贡献事实的查明”，而不得逾越至

“补偿金额的代为协商”。法官的释明与探知仅在于补强弱势方的举证能力，而非替代当事人处分实体

权利。 

4.4. 程序路径转向的潜在风险及边界防范 

任何制度的转向均伴随潜在风险。从对抗制向协同查明的模式转换，虽旨在实现实质公平，但也可

能引发司法职权过度扩张的隐忧。一方面，法院依职权深度介入事实查明，可能打破当事人之间的攻防

平衡，引发对法官中立性的质疑[13]；另一方面，协同调解前置及多方走访，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司法资源

的消耗，拖延诉讼周期。为此，必须划定严格的边界：首先，职权探知必须受比例原则约束，仅在家务劳

动核心事实面临证明困境时方可启动，切忌泛化调查；其次，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与异议权，

对于诉前调解中形成的《家务贡献情况调查报告》，当事人有权拒绝质证并要求重新认定；最后，在制

度推进上应采取渐进式，优先在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探索协同解纷的标准化流程，待资源匹配成熟后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 号)第 3 条、第 15 条、第

21~23 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 年第 11 期，第 12~16 页；该意见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

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的通知》(法发〔2021〕12 号)部分修改，仅第 46 条被调整，其余条款现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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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全面推广，以兼顾公正与效率。 

5.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规则调适与程序衔接 

为保障《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的实质化适用，须在厘清实体规则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与

之相匹配的程序机制，实现实体公平与程序正义的体系衔接。 

5.1. 实体规则的细化：明确“四要素”的论证与适用要求 

5.1.1. “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的要素细化 
应当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载明对家务劳动时间与强度的判断依据，如子女年龄及照护需求、

老人健康状况、家庭规模与事务繁简等。可借鉴替代成本标准，在婚姻存续期短、家务贡献类型单一的

案件中，将家务劳动时间与当地同类家政服务市场价格进行类比，作为补偿计算的参考基准[4]。同时，

应明确“精力”不仅包含体力付出，亦涵盖情感与心理负荷，如对特殊需求子女的照护、家庭冲突的调

处等，对此类“非典型贡献”应予特别关注[3]。 

5.1.2. “对双方的影响”应聚焦人力资本与机会成本 
第 21 条之核心意蕴在于补偿因家庭分工导致的未来利益失衡。故在论证“对双方的影响”时，不应

仅考察家务劳动本身的市场价值，而应重点审查一方因承担家务导致的职业技能退化、晋升机会丧失(人
力资本贬损)，以及另一方因家庭支持获得的学历提升、执业资格取得等预期收益(人力资本增值)15 [14]。
在双薪家庭中，家务劳动对职业发展的潜在影响常被低估，离婚后负面影响才逐渐显现，故人力资本减

损应作为补偿的核心判准[3]。若一方全职承担家务，推定其人力资本遭受重大贬损；若一方协助另一方

工作使得对方人力资本显著提升，则应将此提升的预期收益折现作为补偿依据。对于人力资本减损的量

化，可考虑引入职业咨询师或评估机构进行专业评估，或参考请求方婚前、婚后及离婚时同行业同岗位

收入数据，结合婚姻存续时间进行折算。 

5.1.3. “给付方负担能力”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素的定位与权重 
有观点提出，在计算家务劳动补偿时，“给付方的负担能力”一般应不予考量或赋予较小权重，否

则会不当限缩家务劳动的价值，形成价值倒挂[11]。此观点颇具洞察力。补偿本质是贡献的价值对价，而

非对给付方的慈善减免。因此，“给付方负担能力”不构成阻却补偿义务的事由。虽然第 21 条将给付方

负担能力列为考量因素，但应明确其仅影响补偿的履行方式与期限，而非否定补偿义务本身。“负担能

力”应主要作为判断补偿是否可行(如是否导致给付方基本生活困难)的参考，而非决定补偿金额高低的

核心要素。若以给付方无负担能力为由拒绝补偿，则实质上将离婚经济补偿异化为离婚经济帮助，违背

了补偿制度基于公平清算的价值逻辑。在给付方确无现金支付能力时，可判决以共同财产折价补偿或分

期给付。“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更宜作为衡量请求方人力资本减损程度、维持离婚前合理生活

水平的参照基准，而非补偿金额的上限。二者权重应有主次之分，避免本末倒置。 

5.2. 证明责任的缓和与职权探知的引入 

5.2.1. 适度降低证明标准 
鉴于家务劳动的私密性与无形性，对于家务劳动贡献的存在及其大致程度，在原告提供初步证据(如

婚育情况、子女年龄、双方职业状况等)证明家庭分工模式存在显著失衡时，应推定其“负担较多义务”

之事实成立。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若对方无法举证证明双方对家庭义务的承担大体相当，则应

 
15已婚男考硕读博毕业后起诉离婚妻子因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主张经济补偿获支持，CLI.CR.410535067，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2
年 3 月 23 日，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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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不利后果。这并非完全免除主张方责任，而是承认家务劳动证据的间接性、推断性，给予其合理的

证明空间。在原告仅提供单位证明且被告抗辩原告已出去工作的情况下，法院仍可采信全职照顾家庭的

事实，实质上降低证明标准[3]。 

5.2.2. 明确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义务与范围 
在家事审判中，法官应摒弃传统辩论主义下消极中立的“坐堂问案”模式，依法强化职权探知。在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且该事实对公正裁判具有关键意义时，法院应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进

行调查，调取社区证明、就医记录、子女抚育凭证等证据。调查范围可包括：向社区、学校、医院了解家

庭生活与照护情况；调取双方社保缴纳、纳税记录等以评估职业中断与收入变化；咨询职业专家以评估

人力资本影响等。尤其是对老年妇女等举证能力极弱的群体，法院应加强诉讼指引与释明，必要时可依

申请或主动调查核实家务贡献情况。对于家务贡献等难以举证的客观事实，法院还可依托家事调查员制

度，委托家事调查员进行专项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作为裁判的参考依据。16 

5.3. “调解前置”与“协同纠纷解决”的制度化 

《民法典》第 1088 条明确规定“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确立了协

议优先的立法精神。为衔接此精神并破解举证困局，应将法院协同社区与妇联的协同纠纷解决机制制度

化，并可考虑将其作为离婚经济补偿案件的前置程序。 

5.3.1. 确立涉离婚经济补偿案件的“调解前置”原则 
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指导意见，对于在离婚诉讼中明确提出经济补偿主张，或案情涉及复杂家务

贡献事实的案件，原则上应先行进入诉前调解程序。17 

5.3.2. 规范协同查明的程序与效力 
在诉前调解阶段，由特邀调解员或妇联工作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形成《家务贡献情况调查报告》。

该报告经质证后方可作为法院裁判的重要参考依据。明确社区、妇联等调解组织在查明事实中的角色、

权利与义务。其走访记录、情况说明等材料，经当事人质证无异议后，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实现社会

力量查明成果的司法转化。18 

5.3.3. 推动调解协议与司法裁判的衔接 
对于诉前调解达成的包含经济补偿内容的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实现“社会协商 +

司法保障”的双重效力。19若调解不成，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中查明的事实和初步形成的观点，

 
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 号)第 3 条、第 15 条、第

21-23 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 年第 11 期，第 12-16 页；该意见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

件予以修改或废止的通知》(法发〔2021〕12 号)部分修改，仅第 46 条被调整，其余条款现行有效。 
1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 号)第 27 条。该意见目前仍现行

有效，第 27 条关于“探索家事纠纷调解前置”的规定，与后续一站式多元解纷文件精神一致，仍为各地法院适用。 
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 号)第 7 条、第 13 条、第 15
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 年第 11 期，第 12-16 页；该意见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

修改或废止的通知》(法发〔2021〕12 号)部分修改，仅第 46 条被调整，其余条款现行有效。 
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 年 9 月 1 日修正，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百零五条和第二百零六条，关于调

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及执行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一）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

行调解的，向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二）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向当事人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

层人民法院提出；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

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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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后续诉讼提供重要参考，避免重复调查，提高诉讼效率。如此，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通

过社会力量的协同介入弥补了司法查明能力的不足，实现了诉讼程序与多元解纷机制的功能互补。如在

(2023)京 01 民终 813 号案件中，通过调整拆迁安置房户型、预付款项等行政资源协调方式，平衡了意思

自治与实质正义，实现了“安置”与“安身”同步落实 20。 

6. 结论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1 条之出台，是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迈向精细化与实质化的重要里

程碑。然实体规则之良善，需以程序正义为保障。传统对抗制诉讼下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面对家

务劳动这一特殊客体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程序性壁垒，导致新规在实践中呈现“形式化援引”的悬置

状态。其根源并非实体规则之粗疏，而在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法则与家务劳动无形性、私密性的

本质特征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导致举证成为阻碍事实发现与价值实现的根本性程序壁垒。

破解之道不在于继续在对抗制诉讼内部修补证明责任分配，而在于引入协同查明机制，实现事实发现路

径的根本性转向。检察监督的调查核实与诉前调解的职权探知，分别从事后救济与前端化解的角度，示

范了通过司法职权与社会力量适度介入、突破举证僵局的可行路径。它们的核心逻辑是：将难以自证的

“家务贡献”事实，通过协同调查与协商，转化为可被司法职权与社会体共同确认和评价的客观事实与

共识事实，从而为形式平等与实质公平相统一的裁判或协议奠定基础。为保障这一程序突破的稳定性与

普适性，必须进行配套的规则调适与程序衔接：在实体层面，需细化“四要素”的论证与计算要求，特别

是将人力资本减损理论引入“对双方的影响”要素，赋予其核心权重，并明确“给付方负担能力”的非阻

却性；在程序层面，应在家事诉讼中适度缓和证明责任、明确法院职权调查义务，并将调解前置与协同

纠纷化解制度化。最终，通过程序突破与规则调适的双轮驱动，推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实现从“形式化

裁判”到“实质化适用”的跃升，使《民法典》第 1088 条所承载的认可家务劳动价值、矫正家庭分工利

益失衡的立法宗旨，真正在司法实践中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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